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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公布的主要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

13.3972亿。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 16.6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13.26%，而 65岁及

以上人口占 8.87%。这些主要数据明确告诉人们，中国总人口的增长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

和规划的水平，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则又明显超出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

划。这些结果已经充分地揭示出，近 20年来在人口预测与规划中普遍存在着对中国生育水

平的严重高估，进而导致高估出生水平并低估人口老龄化。

图 1 提供了 2000～2010 年每个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人口总数，同

时提供了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十五”和“十一五”人口规划时所使用的人口预测结果来进

行比较。实际上，在近年制定 5 年人口规划时都将总和生育率（TFR）设定为 1.8 进行预测，

然而对比历年统计公报的总人口数与最新公布的六普总人口数，已经足以表明以往的人口

预测所使用的人口基数与总和生育率的假定严重脱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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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规划时人口预测所用的 2000年

人口基数要远高于五普公布数，而且其

2005 年预测人口数比 2005 年全国 1%人

口抽样调查公布的总人口数高出 2 000 多

万。10年前这个人口规划预测之所以产生

如此大的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高估了

未来年份的生育率，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

采用的人口基数过大，即高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生育水平。

“十一五”规划时的人口预测没有再

调整人口基数，直接采用了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人口数作为基数，然

而总和生育率假定依然照旧，结果其预测

总人口仅在 5年后便又比六普总人口高了 2 000万。产生这个偏差主要是由于高估了总和

生育率。

人口预测在短短几年产生如此之大的偏差并不是人口预测方法的问题，而是因为预测

采用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变动参数假定严重脱离实际。笔者（2004）曾经根据多种人口调查数

据的分析结果指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总和生育率（作为时期实际生育水平测量）已

经处于 1.5 以下的可能性很大。即使考虑一定程度漏报而需要调整，仍用总和生育率 1.8

（甚至以上）作为当时的实际生育水平显然已不合适。然而，这种预警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近

年来几乎所有人口预测和规划都忽略了实际生育水平更低的可能性。不过仅仅几年后，六

普公报的总人口数便印证了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中存在的这种致命缺陷。可见，在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政府主管部门和人口学界反而失去了

对总和生育率的正确把握，这种迷茫已经持续了 20年。那么，以往 20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

率到底有多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回答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中到底对总和生育率高

估多少的问题，也无法搞清楚人口出生的实际水平和高估幅度。

目前公布的六普主要数据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且即使正式出版的六普人口数据集

提供的统计结果也不能直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因为按照普查人口数据的标准表式，也只

能提供人口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率。然而，人口是一个系统化的发展进程，严格遵循人口变动

的自身规律，因此可以应用人口预测技术来模拟再现出以往 20 年的人口进程，以获得对以

往人口发展的总体把握，大体估计出各年相应的人口统计指标。通过这样的模拟估计，还可

以大体推算出以往公布各种人口指标的偏差程度。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试图完成上述这种

人口模拟预测工作，并进行多种主要指标的比较和分析。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

图 1 不同数据来源的总人口规模比较

注：图中“统计公报”为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十五’人口规划”引用庄亚

儿、张丽萍（2003）编：《1990年以来常用人口数据集》；

“‘十一五’人口规划”引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全

国“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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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人口模拟预测方法

常规人口预测是在基期人口数量结构上按照人口变动参数发展变化，以取得相应的人

口统计指标。其中的关键是两个假定：（1）假定所用基期人口数量结构数据准确；（2）假定人
口变动参数合理。如果这两个假定都比较符合实际，那么人口预测结果便可以预示未来人
口发展过程。即使这两个假定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人口预测结果也可以大致反映未
来人口进程的趋势。相对人口基数而言，未来人口参数的设定更难，因为这些参数是对未来
的变化所做的预计。因此，人口预测对主要参数往往设置高中低的不同水平，实际上是给未
来变化留出一定程度的余地。而以往对中国人口预测的普遍缺陷正是对生育水平很低的这
种情况估计不足。
人口预测方法也可以反过来用，即反向预测。比如，用六普人口数量结构作为基础，然
后按人口变动参数反向推算以前各年份的人口指标。这种反向预测要求作为预测基础的当
前人口数据完整和准确，而人口变动参数则可以参考甚至直接采用以前年份的人口指标。本
研究要做的则是介于上述两种预测之间。由于六普全面数据尚未公布，不能从当前人口状
况反向预测以前年份。因此采用的操作步骤是：（1）进行 1990～2010年的人口估计，与常规
预测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实际人口进程已经有大量调查数据可以参考应用。（2）本研究的
预测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反复对预测基数和参数进行试错调整，使 2010 年人口预测结果尽
量趋近六普的结果。换句话说，本预测首先将六普人口作为一个特定的人口结果或目标，通
过多次预测尝试和基数或参数的调整，将 1990 年的中国人口状况与六普结果之间建立起
系统化联系，于是最后的模拟结果一方面提供了这 20 年间的人口指标，另一方面还要尽量
保证这套人口进程指标与六普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的预测模拟有双重探测的意义。一方面，假定六普结果正确，预测模拟以六普结
果为靶标的性质可以探测出以往 20 年中国人口进程的大概状况。由于以往对实际人口态
势迷茫，因而很多重要人口统计指标均做了大幅度的统计调整。而这套模拟结果则有助于
挤掉以往人口统计指标中过分调整的“水分”，还原最可能的实际指标值（尤其是生育水
平），并进一步了解以往高估总和生育率的偏差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对预测
模拟中在人口基数和参数上的调整幅度来判断其是否超过了合理的范围，反过来检验六普

结果的质量和可接受性。在本研究中，笔者将侧重点放在对前一个方面的探讨上。
（二）根据六普人口金字塔推计模拟预测的靶标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提供了六普的单岁人口金字塔图形（见图 2）。
蔡泳根据此图用绘图软件测算了六普单岁年龄结构比例，然后结合六普公布的总人口数及

其性别结构信息进一步推算出六普的单岁组性别年龄别人口数（蔡泳，2011）。尽管这套六
普性别年龄别人口的推算数据会有一定的测绘误差，而且六普详细数据还有可能做进一

步的清理和调整，但这些情况并不会导致显著的差异。蔡泳向本研究提供的这套推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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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大量信息，在六普详细数据公布前便

提供了本研究人口模拟的靶标，使后面根

据六普人口结果探测 20 年来人口过程及其
有关指标的研究得以实现。
（三）实际操作的简要报告

预测模拟先以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分
城乡的单岁性别年龄别人口数量为预测基数，

其中已经加入了当次普查的军队人口，并且

还相应调整了由 2000年人口普查证实的低龄
漏报人口。人口基数中的全部年龄队列将大
体对应六普时的 20 岁及以上人口。对这些
队列的模拟结果是否能与六普吻合的主要

影响因素是：（1）模拟中的人口预期寿命参数；（2）四普人口数据质量；（3）六普人口数据质量；
（4）模拟中对人口城镇化的处理是否得当，因为城乡人口的预期寿命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预测采用国家统计局（2005：253）公布的 1990和 2000年人口预期寿命作为参数设置

标准①，然后分解到城乡，并制作出各类预期寿命均匀增长的相应系列参数。在对六普结果
的模拟“打靶”中，主要问题是模拟的成年人口数（20岁及以上）远低于六普结果。这种迹象
表明模拟中采用的预期寿命参数过低，或者是四普存在人口漏报问题，而另一个可能原因

则是六普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存在一定的重报现象。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以六普
结果为标准再现以往人口历程，于是预测模拟首先尝试不断提高预期寿命参数的方法来提

高成年人口的吻合度。继而，模拟研究又进一步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即男性寿命参
数提高 1 岁左右便可以大致吻合六普结果，然而提高寿命参数对模拟女性成年人口却难以
奏效，因为即使将女性寿命提高 9 岁（已远超过合理范围），20～45 岁妇女人数仍然预测不
足，而老年段妇女人数却已经明显超出了。这种现象表明，六普人口与四普人口之间的不一
致不是简单的寿命参数问题，要么是四普低龄女性漏报极多（只是四普时已经 10～25 岁
的女性为什么漏这么多仍说不清），要么是六普 20～45岁女性重报较多。
在现有数据条件下，研究六普数据质量问题还难以做到。因此，本研究将预期寿命参数
提高到一个合理程度后，若模拟结果还不能与六普吻合，便将模拟的各年龄成年人口数与

六普的差异作为四普相应队列的漏报或其他原因产生的误差，相应调整预测模拟所用的

1990年人口基数。最后，预测模拟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90 年的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提高
了 0.65岁和 1.28岁，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0 年的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提高了 1.20 岁和
1.80岁。在此调整之后，2010年的成年人口与六普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将通过对 1990年的预

① 1990 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 66.84岁，女性为 70.47岁；2000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 69.63
岁，女性为 73.33 岁。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

图 2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人口金字塔
资料来源：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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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基数调整来加以弥合。图 3 给出了
1990年普查公布的年龄别人数（包含军队
人口）与本研究模拟调整后的相应结果。
调整幅度最大的是四普的 0～4 岁组，共
调高了 990 万人，并且其中仅 0 岁组便调
高 503万人。其次为 10～14岁组，调高 387
万人。位于第三位的是 30～34岁组，调高
353万人。本研究模拟时相对四普各 5岁
年龄组人数的调整幅度列在表 1中。
在预测模拟中，1990～2010 年的出生
人口数及其性别构成按照六普 0～20 岁
的人口数为基准，实际上已经考虑了出生

后各队列人数所经历的死亡影响。预测模
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设置参考了历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六普的城

镇人口比重，而人口城镇化的性别年龄别

模式与生育的年龄别模式等其他人口变

动参数则参照了 2000 年人口普查、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和其他全国人口调查提供的信息。

三、模拟结果与其他来源统计的比较与分析

当前的人口总量及其年龄结构中镌刻着以往数十年的人口经历。本研究的预测模拟要
达到的主要目标是：假定六普数据准确无误，模拟出 1990～2010 年各种人口指标；然后，用
这套与六普性别年龄别人口数相一致的模拟结果与以往不同渠道公布的人口统计加以比

较，探测以往人口统计能否经得起六普结果的检验。
（一）前些年高报了出生水平

图 4 提供了模拟的以往年份年出生数与相应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出
生数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1990 年统计公报的出生数显著偏低，1991～1993 年公报出生
数与六普结果较为吻合；1994～2003 年公报人口出生数则显著偏高，尤其是 1996～1999 年
严重偏高，达到 400万左右。这些人在六普时已经 10岁以上，不应该存在显著的漏报问题，
死亡也不会对队列人数有明显的影响。
再来看以往出生的绝对数量，根据六普结果，1996 年出生人口数已经降到 1 658 万，

1999～2003年甚至降到 1 500万以下。虽然最近几年出生人数略有回升，但仍保持在 1 600
万以下的水平。综合来看，尽管六普结果表明四普数据有严重的低龄人口漏报问题，但相

图 3 1990 年普查年龄别人口数及按六普模拟的
调整数

表 1 对 1990 年普查人数的调整幅度

年龄组（岁） 调整人数 年龄组（岁） 调整人数

0～4 9902157 35～39 - 499026
5～9 1954901 40～44 864971
10～14 3879530 45～49 348600
15～19 2578436 50～54 821425
20～24 966962 55～59 605968
25～29 - 2542056 60～64 1751843
30～34 353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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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随后年份出生人口数高估、高报
的问题更为突出。计算各年公报出生数减
去六普模拟出生数的偏差，然后从 1990 年
开始逐步累计出生偏差数就可以看出，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的统计公报偏低结果
在 1996 年时便已经被后来高报的出生人
口数所完全抵消，2000 年时出生累计偏差
为 1 600万，到 2005年时已高达 2 400万。
由于近年来统计公报的偏差很小，因此最

近 5年中上述出生累计偏差仅增加 74万。
图 4 中还提供了的翟振武、陈卫（2007）用教育统计的小学生数据估计的 20 世纪 90 年
代的中方案出生人口数曲线（“战略中方案”），这套出生人口数量估计曾被用于国家人口发
展战略研究的人口预测来调整低龄人口基数。一些研究曾经指出，很多证据表明教育统计
数据与其他统计一样也存在着本身的问题，并不见得那样纯净和准确，并且研究估计在逻

辑和方法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蔡泳，2009；郭志刚，2010b）。从图 4 可以看出，这套出生人
口数量估计在前期略高于统计公报出生数，在后期略低于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数。然而，如果
以六普结果为标准来检验，这套出生估计的主要问题也同样是严重偏高。
实际上中国统计部门早在 21 世纪初就已发现，教育统计的小学在校学生数甚至已经

高于人口统计中的学龄人口数（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2006）。但当时人们只是怀疑人
口统计中的漏报问题，并不怀疑教育统计。然而，看到六普结果后再重新审视，其实教育统
计的重报高报问题本身也是上述矛盾的原因之一。由于存在小学在校人数高于人口统计中
的相应年龄人口数的矛盾，中国统计部门回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小学适龄人口数。
于是联合国统计机构便用中国小学生人数作为分子，用 199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辅以 1.8
的总和生育率推算出小学适龄人口来作为分母，将中国的小学入学率计算得极低，只有

91.7%。中国教育部当即提出异议，并自己用 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辅以 1.6～1.7 的总和
生育率算出相应分母，计算的小学入学率为 97.6%（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2006）。
这种计算结果的差异，暴露出中国教育统计与人口统计之间的矛盾，继而又有国内人

口统计根据小学生数反推出生人数并估计漏报水平的研究。3种估计都涉及了教育统计的
小学生数、小学入学率、人口统计的小学适龄人口数及其背后体现的生育率这几种数据。需
要指出的是，尽管当时已知小学生数超过了五普的相应年龄人口数，但所有这些推导估计

都未对小学生数的统计质量产生任何怀疑。联合国相信四普数据和较高的生育水平，结果
把中国的小学入学率算得很低，而教育部门相信五普结果和较低的生育水平，推算出较少

的小学适龄人口数，并得到较高的小学入学率。而在人口统计研究中采用相反的论证逻辑，
用较低的小学入学率从小学生数反推出较高的低龄人口数，来证明出生漏报严重和 1.8 的
总和生育率估计，而这样一来也就几乎否定了五普的低龄人口数据质量。

图 4 1990～2010 年出生人口数的比较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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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还提供了 2000 年人口普查相应低龄队列的人口数，并没有考虑死亡影响来回
推队列出生时的人数（实际上要更多）。与六普结果比较，五普的低龄组人口数的确存在显
著漏报。但与以往年龄越小漏报越严重的经验相反，五普时 5 岁以上的年龄组（即 1990～
1994年出生）的偏差更大，而更幼小的年龄组人数反而相对更接近六普结果。更重要的是，
若以六普人口为标准，1995～2000 年，统计公报出生数和从教育统计估算的出生人口数反
而要比五普低龄人口的偏差幅度更大。这就表明这些年份出生人口估计中包含的漏报调整
过大，基本上被六普结果所否定。

1992年国家计生委的 38万人调查初次显示，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后，人们一时
难于理解和解释，因而对出生漏报的指责和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后来进行统计调整的幅度

也就越来越大。直到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及 2005年 1%人口抽样调查以后，人们才
逐渐意识和接受生育水平很低的现实，因而对出生统计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分调整，反而

开始对以前高报的出生水平加以修正。然而，如上所述，以往出生人口统计高报的累计偏差
已经非常大，很难一下调整下去。如果以人口出生率指标来比较，1996～1999年这 4年统计
公报的人口出生率均比模拟结果高出 3个千分点以上。
（二）死亡水平略有高报

图 5 提供了 1990～2010 年死亡人数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1991～1998 年统计公报
的死亡人数与六普结果的差异逐渐扩大，1998年两者的差距约为 32万人。1999～2004年，
二者之间的差距又逐渐缩小。2004和 2005年二者已经很接近，然而在此之后，二者之间的
差距又骤然扩大，达到 59 万。应该指出，最近 4 年统计公报的死亡水平迅速攀升是个奇怪
的结果，由于六普模拟结果已经将人口结构变化和期望寿命提升的影响包括在内了，因此

这样的死亡水平攀升显得不成比例。笔者发现，近年统计公报死亡水平的攀升实际上越来
越接近联合国 2008年对中国人口预测的水平。然而，联合国 2008 年预测的中国死亡率水平
在整个 20年的预测模拟期间一直远远高于按六普人口模拟的死亡率水平。于是可以推测，
近年统计公报的死亡人数偏高可能是为了抵消部分人口增长，来追求全国总人口数及其增

长方面的平衡所进行的调整。若从死亡率指标来比较，1993～2000 年的多数年份二者之间
的差距都在 0.3 个千分点以上，2004 和
2005年二者比较接近，但最近几年二者之
间差距又增大为 0.4‰左右。
（三）高报了人口增长数

图 6 提供了每年人口增长数之间的
比较，从中可以看出，1991～1993 年统计
公报的人口增长数与六普模拟结果之间

的差异很小，反映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前期，统计部门对人口指标的调整并不太图 5 1990～2010 年死亡人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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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然而，1994～2003 年的统计公报人口
增长数与六普结果之间的差异则是先

增大、再缩小。差距最大时处于 1996～
1999 年，统计公报人口增长数偏高均在
350万以上。但是，2004年后统计公报的人
口增长数却已经十分接近于六普结果。因
此，六普结果揭示出以往统计公报明显高

估了人口增长。由于人口增长是由出生和
死亡两个部分的人口变动决定的，而以上

比较揭示出以往的出生偏差要以百万计，死亡偏差则是以 10万计。以往出生和死亡人数的
高估反映到人口增长上时并不是二者叠加，而是相互抵消，所以图 6 中的人口增长偏差完
全是高估出生人数被高估死亡人数抵消后的剩余影响。
图 6中还比较了根据“十一五”人口规划预测各年人口数计算的年增长人数。尽管该人

口规划声称是用 1.8 的总和生育率做的预测，其实 2001～2005 年人口增长数直接采用了统
计公报结果，2006～2010 年规划期间的每年人口增长数则是一个常数（1 048.8 万），且数值
远高于统计公报和六普模拟的相应结果。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来比较，在差距最大的
1996～1999年这 4年中，统计公报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偏高约为 3个千分点。在2004年以
后，两者的差距很小。
（四）以往的人口预测低估了老龄化水平

笔者（2010a）曾指出，高估出生水平和生育水平必然会导致严重低估人口老龄化，并且
发现近年来统计公报公布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明显高于用总和生育率 1.8 预测的结果。
这已经表明以往人口预测中的偏向现在就已不能忽视，那么这种偏向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

的低估将更严重。一些学者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由于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被严重低估，以
往人口预测反而高估了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风险。
图 7提供了六普数据所反映的以往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来对比历年
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①，以及 21 世纪初国家人口计生委按总和生育率 1.8进行预测的老年
人口比例②。从中可以看出，相对于从六普结果回推的老年人口统计，不仅国家计生委 10年
前预测的老年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而且以往历年统计公报公布的老年人口比例也都是偏低

的；以往统计公报结果与六普结果之间的差距也是先扩大再缩小的。尤其是从统计公报的
2009年底统计到六普开展调查只有不到 1 年的时间，但老年人口比例提高幅度却明显大
于以往年份提高幅度。这并不能理解为是 2010 年有规模非常大的队列步入 65 岁以上所
致，因为从六普结果模拟的老年比例中已经包含了这个因素。更合理的解释是，以往高估出

① 在统计公报的人口老龄化曲线中，2000 和 2010 年的统计实际上来自于人口普查结果。
②“十一五”人口规划文本中没有涉及人口老龄化方面，也没有找到相应人口预测数据。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

图 6 1990～2010 年人口增长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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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其相应统计调整低估和掩盖了人口

老龄化的实际水平。换句话说，以往人口
统计的问题是在用猜测存在但实际并不

存在的出生人口在统计上“缓解”了人口
老龄化。这两条曲线之间的差异从 2005
年起开始缩小，其实反映的是国家统计局

对上述人口统计偏向有所认识，并且开始

有意识地进行反向调整，以便克服以往的

偏差。
总之，尽管六普结果表明以往调查存在漏报，但如图 4 所示，以往对出生和低龄人口的
漏报问题被严重夸大才是以往老年人口比例被低估的最主要原因。以往对人口预期寿命水
平估计偏低，而且在人口预测中对预期寿命的提高速度又估计不足，则是次要原因。
（五）其他年龄结构指标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年份统计公报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变化比较均匀，但其他年龄结构

比例则不是这样。图 8、图 9分别提供了统计公报的少儿人口比例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并
与按六普模拟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看出，统计公报中的这两种人口结构统计

指标的变化都呈现出极为明显的阶梯状，

并且跳跃性变化均发生在实施全国人口

普查或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此
外，这两个指标的跳跃性变化呈反向对

应，且幅度相当。
这种夸张的变化特征并不是人口进

程的实际表现，而是反映出作为每年统计

公报的数据基础的人口变动调查的年龄

结构特征与人口普查或 1%抽样调查的年
龄结构特征总是差异很大。但更可能是人
口普查或 1%人口抽样结果才足以反映
到统计公报的年龄结构统计中去，而其他

年份则是结合当年人口变动调查结果与

以往统计的趋势外推两者来估计，少儿比

例的外推便很容易受到高估出生人口数

偏向的影响。几年高估的出生人口数便累
积很多，然后再根据新的更大规模调查结

果做一次调低。于是，使这两个指标均产

图 7 1990～2010年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

图 8 1996～2010 年 0～14 岁少儿人口比例

图 9 1996～2010 年 15～64 岁劳动年龄
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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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 1991、1992和 1993年外，每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都公布人口变动调查的年龄别生育
率，很可能是由于生育率骤降而感到没有把握。将各年龄生育率加总便能计算出相应的总和生育率。

生了跳跃性的变化。根据六普模拟结果和统计公报这两种年龄结构指标的变化特点可以看
出，以往平常年份统计公报的少儿比例倾向于偏高，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倾向于偏低。这
种情况表明，人口变动调查的主要漏报特点并不像通常想像的那样，主要漏报的其实并不

是低龄人口，而是劳动年龄人口，很可能是青壮年流动人口。
（六）长期以来总和生育率一直很低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生育率的发布好像并不是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而是由国家人口计

生委负责。长期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固定在 1.8的口径上，成了一道
多年不变的风景线。但是，以往多次全国
人口调查数据直接统计的生育水平都远

远低于总和生育率 1.8 的水平，基本处于
1.3～1.5之间。这些人口调查既包括国家
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变动调查①，也包

括国家人口计生委自己开展的多次人口

调查。
六普主要数据公布以后，一些人口学

者曾根据六普主要数据做出经验判断或

生育率匡算，已经得出中国生育率确实很

低的结论。而本研究用模拟预测方法则能
将比较分析的视野扩展到以往 20 年。图
10 提供了不同来源总和生育率的比较。其
中，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

都处于 1.5以下的低水平，不少年份甚至连
1.4都不到。这就表明，六普结果确认了以
往多次人口调查已经揭示过的极低生育水

平。相比之下，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的
总和生育率 1.8的口径则极为脱离实际。
至于图 10中 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

生育调查表明 2005 年前后的总和生育率
大幅度回升，既没有得到同期或以后的其

他人口调查的印证，而且又一次被六普结

果所否定。笔者（2009）曾经专门撰文指
出，2006 年的调查结果之所以异常是因为

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

图 10 1990～2010 年总和生育率的比较
注：（1）统计局公布：根据历年人口变动调查的年
龄别生育率（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1990～

2010）计算。其中逢全国人口普查或全国 1%人口抽样
调查的年份为普查或小普查的结果。1991、1992、1993
年人口变动调查生育率未公开，由两端统计内插推

算。（2）1997 年调查：郭志刚（2000）根据 1997 年全国
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3）2001 年调查：丁
峻峰（2003）根据 2001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
据计算。（4）2005 年小普查：郭志刚（2008）根据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估计的调整值。（5）
2006 年调查：引自张维庆等（2008）：《2006 年全国人
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集》。其中 2006 年数字引自该
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人口计生委发规司，2008）。（6）
NBS/EWC 五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东西方中心
（2007）根据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估计。（7）国
家人口计生委：引自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

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8）按六普模
拟：本研究在 1990年人口基数上模拟推算至六普公布
人口“金字塔”的推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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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调查样本偏差极大所致。依托这样一个样本严重有偏的调查结果，所谓“生育反弹、形势
严峻”之风曾经一度劲吹，以至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决定中都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
水平”。但后来事态发展却表明并没有“生育反弹”，而人口老龄化却先期而至了。然而这股
风在当时的确大大助长了对中国生育水平的错误认识，对判断人口形势和人口决策产生了

误导，危害很大。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被回避，并未得到应有的正本清源。
此外，笔者还想强调图 10中所示以往总和生育率变化的动态特点。本来这些特点已经
体现在以往的调查结果中了，但按六普模拟的结果则表现得更为清晰：20年来，中国总和生
育率的变化动态并不是一个徐徐下降的线性过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总和生育率急剧
下降。1996～2003年最低，仅为 1.4左右。最近几年略有回升，也不过只有 1.5的水平。这个
下凹的非线性特征在以往研究中也往往被忽视，结果是采用两点确定的简单线性假设也会

自然高估生育率和出生水平。
总之，六普结果再次表明，中国已经确凿无疑地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的时代。中国的总和
生育率不仅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生育率之低远超以往的认识和想象。

四、小 结

本研究根据六普人口金字塔测算的年龄别人口数，采用预测模拟方法推算了以往 20年中
国人口进程及其相应指标。本研究虽然是探测性的，而且在比较分析中以六普结果为标准，
并未对六普数据本身的质量加以研讨，但基本结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的 20 年来，人口统计研究陷入一种迷茫状态，思想认识严重
落后于实际，失去了对人口进程的整体把握。本文通过对比六普结果与以往人口统计之间
的差异，旨在说明人口统计迷茫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数据质量问题，也不是技术方法问题，而

是研究背后的思想认识出了问题。回顾人口统计研究的经验教训，以往对人口调查及其统
计结果没有给予应有的充分尊重，对统计数据的调整过于主观随意，结果陷入了一个人口

统计怪圈：一方面不断开展人口调查，而另一方面又不断用过分的统计调整来否定这些调

查结论。本研究的比较和分析表明，多年来对统计数据所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过分调整甚
至比不调整的问题更大，而且这种过分调整导致更大的思想混乱，更加误导人口形势的判

断和应对决策的制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2000年五普以后，人口统计的质量几乎遭到彻底否定，很多研究

都依据以往年份统计公报的出生数来论证五普数据质量极差。其实，不论五普数据质量有
什么问题，毕竟它来自于实际调查，用人为大幅度调整过的以往公报统计来证明直接调查

结果有误首先在逻辑和方法上就是荒谬的。更有一些人口统计研究居然援引“人口学多数”
或者“联合国估计”来作为自己的论据，更是研究上的奇谈怪论。
六普以后，人口学研究是否会再次步入那个人口统计怪圈，仍然值得警惕。俗话说，“吃

一堑长一智”，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犯错，而是长期屡犯又坚持不改。本文并不是主张六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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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没有问题，而是主张人口学研究应该充分、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以往研究实践中的经验教
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尊重调查结果，因为它是社会科学中体现实践检验的主要途

径。对于统计调整要极为慎重。即使需要统计调整，也应当首先公布原始汇总统计，然后再
谈统计调整。对人口统计数据的调整必须严格遵循科学原则，统计调整的根据必须经过严
格的论证，统计调整的过程要公开化和透明化。
有人说，统计就是数字化的历史。人口统计本身既是在书写人口发展的历史，也是在书

写人口研究的历史。因此，我们更应当以史为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将人口统计研究
工作兢兢业业地做好，使人口统计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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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2010 Population Census Data Indicates Serious Miscount in Past Population Estimation and Projection Guo Zhigang·2·

This study conducts projection to the size and age structure of 2010 population census and obtains simulative demographic indices
since 1990. Comparing the simulated with statistics from other sources, it turns out that population estimation and projection in past 20
years shared a common defect of which birth numb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fertility level were badly over- estimated. As a result, the
population ageing has been significantly underrated. Some adjusted indices produced even larger bias than the original ones, and this
mislead to a wrong direction. Such phenomena reflect strong biased orientation in demographic study for the past 20 years.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Labor Income Share Change in China Weng Jie·14·
Focusing on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ing in labor income share. There are at least two channels in

rural labor transfer affecting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Firstly, the movement of rural labor from agriculture sector with higher labor in-
come share to non- agricultural sectors with the lower income share will directly affect labor income share of overall economy. Secondly,
rural labor transfer will chang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of overall economy by changing non- agricultural sectors'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 shift of the 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It is shown that although China's rural labor transfer causes decreas-
ing in labor income shar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can be improved gradually at present by forming competition condition of labor de-
mand through adjusting industries allocation, advancing reservation wages by means of increasing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in primary in-
dustry and coordinating bargaining power by establishing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of China's Universities Expansion, Urban Jobs Growth and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Li Bin·27·

With examining the supply and structure of college graduat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universities' expansion,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job growth on the scale of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uthor applied the factor analysis approach in
conduct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mount of jobs college students secured in
urban areas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among jobs increases, supply of college students of certain majors and growth of industries
in urban area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amount of jobs college students secured in urban areas is in proportion with the extent of ur-
b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arises from the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supply of students with certain majors and the demands from the growth of in-
dustries in urban areas.

Comparison of Dynamic Employment Elastic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Lai Desheng Bao Ning·38·
Using 1997- 2009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has estimated the dynamic 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ort- term employment elasticity in eastern region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long- term employment elasticity gap among those regions is not so significa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employment elasticity differ-
ences among regions mainly come from their different paces of employment adjustment, efficiency of labor in production and their diffe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ower short- term employment elasticity is, the greater risks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will face during econ-
omy fluctuation. However,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can raise output by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intensive industries,
improve lab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dapt a proper industrial structure. Also the good interaction among all regions is necessary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economy.
A Study On the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of China's Poverty Zou Wei Fang Yingfeng·49·

With a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data from CHNS（1989- 2009）, this paper chooses three dimensions- income, educ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tomeasure China'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ynamically. The outcome shows that:（1）Versus single income poverty, pover-
ty status from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is much more severe and fluctuating, and the poor is vulnerable to external shock, especially
those of education poverty; （2）Although income poverty converg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rur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gives an
over 80% contribution nationwid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iverg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3）In the case of equal indicator
weight,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declines quickly and smoothly as lapse of time, where bette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gives the
biggest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4）In regard 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ternal circumstance fac-
tor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eastern declines faster than other regions, and householder's character and the number of labors in a
household both have remarkable influence. After studying the cause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alterna-
tive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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